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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探索农业非点源污染排污权交易机制,以期为农业非点源污染的有效治理提供有效思路。从交易主体、交易对象、

初始排污权分配、交易动力、交易机制的监督和保障等方面探讨了将农业非点源污染纳入排污权交易体系的必要性与可

行性,在初始排污权分配方面提出削减历史分配模式、环境负荷分配模式、人口分配模式、经济分配模式和基于上述4种

模式的综合分配模式,并计算了重庆市临江河流域内各镇(街道)级行政单元的初始污染物分配量,并结合实际排污量求

出它们的排污权可交易额。研究结果显示研究区内各镇(街道)级行政单元初始污染物分配量存在差异,但排污权可交易

额基本为正值,满足排污权交易的前提。上述案例分析结果初步论证了将农业非点源污染纳入排污权交易体系的可行

性,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现有排污权交易机制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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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国内环境污染、生态系统被破坏等问题,中国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环境政策来保障经济与自然的协调发

展[1],特别加大了对水环境的治理力度[2],使工业点源污染得到了系统的治理。相对而言,农业非点源由于排放

分散[3]、区域差异明显[4]、难监测、难控制[5]等原因,治理效果反而不太明显。排污权交易作为一项有效管控污

染的环境经济政策[6],它的实施已取得了较好的污染减排效果。2009年重庆市开始实施排污权交易试点,并且

出台了一系列文件来保障该项工作的稳步进行[7]。然而,上述交易仅涉及点源与点源之间交易,未涉及非点源

交易;交易形式也较单一,环境资源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浪费。因此,通过探究农业非点源污染排污权的交易机

制,分析将农业非点源纳入排污权交易体系的可行性,有利于将环境容量资源转化为经济资源,实现环境与经济

的双赢;同时也可以把各主体纳入到环境保护行列中来,形成环境保护合力;此外还能够在中国这一农业大国中

形成系统全面的农业非点源污染治理体系。为此,本研究选取了处于长江上游的重庆市临江河流域为研究区,
探索了该流域内农业非点源污染排污权交易机制,以期为该流域乃至重庆市的农业非点源污染的治理提供有效

思路,进而为重庆市筑牢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的相关工作做出贡献。

1 排污权交易机制概述

农业非点源污染排污权交易机制源于排污权交易制度(又称排污许可证制度)[8],它是一项非常灵活的环境

经济政策[9]。该制度被推出的目的是为了改善水环境质量且实现污染防治技术的进步与污染控制社会成本的

降低[10]。1968年经济学家Dales首先提出排污权交易制度,之后美国环境保护署(EPA)首先在大气污染排污权

方面引入了这一制度,并且在2003年开始建立水污染排污权交易体系[11]。中国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开

展大气排污权交易试点工作,并在21世纪初开始进行水污染排污权交易试点[9];目前工业点源污染排污权交易

已逐步扩展到全国,但农业非点源污染排污权交易大多数还停留在理论研究阶段,实践研究相对较少。总的来

看,农业非点源污染排污权交易应该在双方自愿、等值的前提下进行市场交易,并主要从交易主体、交易对象、初
始排污权分配、交易动力、交易机制的监督和保障等几部分来分析其中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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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交易主体

点源污染排污权交易的主体是具有固定排污口的企业。相较而言,非点源污染由于具有缺少固定的排污

口、排放主体多且其中单一主体排放量少、污染源随机且不易控制等特点,因此在与有关主体进行排污权交易时

存在协商难度大、交易价格与交易数量难以确定、交易效率低等问题。要解决上述问题,需统一农业非点源污染

排污权交易主体,例如:为了便于区域的划分,交易主体可以行政村为单位;为了便于污染排放交易利益分配统

筹,可以新型农业合作社为主体。此外,该项交易的主体还可以是为了排污交易而新设立的专门组织如排污交

易合作社等;而有关交易涉及非点源污染时,交易主体还可以是环境保护组织。
交易承载主体主要是产权交易平台,所有排污权交易均在产权交易平台上进行,因此该平台也为交易双方

承担了大部分交易成本。重庆市排污权交易在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上进行,整个交易过程可划分为一级市

场和二级市场[12]。一级市场主要是核定初始排污权,二级市场是在排污权已核定的前提下点源主体与非点源主

体进行的具体交易。排污权交易的基本流程如图1所示。

图1 排污权交易流程

Fig.1 Emission
 

trading
 

flow
 

chart

1.2 交易对象

交易对象指在点源污染与面源污染中占比较大的污染物,主要是化学需氧量(COD)、总氮(TN)和总磷

(TP)这3类,其他类型的污染物也可以随着排放交易体系的完善而逐步纳入。重庆市污染物的三大源头是工业

源、农业源和生活源,较少经其他途径排放;2020年重庆市COD排放量为32.06万t、TN排放量为5.92万t、

TP排放量为4
 

639.19
 

t[5]。

1.3 初始排污权分配

初始排污权分配的前提是计算排污总量,也是排污权体系建立的第1步。排污总量的分配方式需根据各区

域自然环境与社会经济环境的差异来制定,其中典型分配方式有按污染治理费用最小等比例分配[13]、基尼系数

总量分配和通过排污系数计算污染负荷分配[14]。
初始排污权分配对于排污总量目标的控制具有重要意义,在科学的排污总量分配模式下,初始排污权分配

方式又可以分为有偿分配和无偿分配[15]。有偿分配方式指通过政府定价、市场竞价拍卖[16]来进行初始排污权

分配;而无偿分配方式则是根据历史排污水平进行初始排污权分配[15]。2种分配方式的主要差别在于是否会增

加企业的成本。
目前重庆市进行点源污染排污权交易时所采取的方式是企业自主核定初始排污权,然后在政府手中以固定

的价格购买排污权,而对于新增排污项目的排污权则以自主拍卖的形式竞争购买;然而对于农业非点源污染,到
目前为止还未有具体可行的初始排污权分配方式。基于重庆市排污权有偿分配模式上的单一性和现阶段已有

的主要研究方法,本文从削减历史、环境负荷、人口和经济共4个维度出发,提出主观和客观相结合的综合分配

模式,具体内容如下:

1)
 

削减历史分配模式[15]。该模式根据排污削减历史水平来对污染物进行分配。排污主体在目标总量的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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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下,根据最近2年排放量计算出各年与目标总量之间的差值,利用差值计算2年的平均削减量,然后排污区域

按照平均削减量来进行分配,计算公式为:

Xi=Qaim-R,R=[(Qaim-Q)+(Qaim-qi)]/2,
式中:Xi 为削减历史分配模式下第i个排污区域的初始污染物分配量;qi 为第i个排污区域基期年污染物排放

量,基期年为分配年份的前1年;R 为污染物平均削减量;Qaim 为区域污染物目标控制总量;Q 表示区域污染物

排放总量;上述所有参数的单位均为t。

2)
 

环境负荷分配模式[17]。该模式根据区域内各行政单元的环境负荷占区域总环境负荷的比例来确定污染

物分配量,计算公式为:

Hi=SiQaim,Si=Ei/E,
式中:Hi 为环境负荷分配模式下第i个排污区域的初始污染物分配量,单位:t;Si 表示第i个排污区域的环境负

荷比重,以百分数表示;Ei、E 分别表示第i个排污区的环境负荷、全流域的总环境负荷,单位:t。

3)
 

人口分配模式[18]。该模式按人口数量确定污染物分配量,该方式便于操作,公平性较强,计算公式为:

Ri=(QaimPi)/P,
式中:Ri 为人口分配模式下第i个排污区域的初始污染物分配量,单位:t;Pi、P 分别为第i个排污区域的人口、
区域总人口,单位:万人。

4)
 

经济分配模式[19]。该模式能展现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有助于促进区域经济发展、优化区域产业结构,
计算公式为:

Ji=(QaimGi)/G,
式中:Ji 为经济分配模式下第i个排污区域的初始污染物分配量,单位:t;Gi、G 分别第i个排污区域的GDP、区
域总GDP,单位:万元。

5)
 

综合分配模式。该模式基于上述4种分配模式结果得出,即将这些结果当作综合分配的指标,利用相对

主观的算术平均法和较为客观的熵值法对结果进行再计算,其中:算术平均法简单明了,能够反映分配结果的整

体趋势,但是受极端值影响,易出现误差;熵值法根据分配结果信息来确定权重,利用权重与分配结果相乘得出

熵值法分配结果,熵值法能够反映结果离散程度,误差较小,但是易忽略指标本身的重要程度。因此,在具体的

应用中,需要对实际的分配结果进行分析,合理选取其中之一作为分配方法,计算公式如下:

ai=(Xi+Hi+Ri+Ji)/4, (1)

bi=WX,iXi+WH,iHi+WR,iRi+WJ.iJi。 (2)
式(1)和式(2)中ai、bi 分别为用算术平均法和熵值法计算得到的综合分配模式下第i个排污区域的初始污染物

分配量,单位:t;式(2)中
 

WX,i、WH,i、WR,i 和WJ,i 分别为Xi、Hi、Ri 和Ji 的权重,具体计算方式见文献[15]。

1.4 交易动力

非点源污染排污权交易动力源于以下3点:

1)
 

产权性质得到明确。产权可以理解为个人或集体对具有经济属性的资源占有使用的权利。产权的界定

得到明确就会促使产权所有者进行资源的交换[20],以降低自身不合理资源配置带来的高成本。有效的产权结构

往往有助于资源的合理配置。1960年经济学家Coase指出在产权性质明确的前提下,交易成本为零或者交易成

本很低,资源的配置就会实现“Pareto最优”[20]。因此,资源配置满足了经济学中的静态效率,说明该环境经济政

策在制定的过程中显示出较大的可行性。

2)
 

点源与非点源污染排污权交易需要满足2个最基本的交易条件:1)
 

在整个流域中农业非点源污染排放

量大;2)
 

非点源污染削减成本要小于点源污染削减成本。总的来说,这一交易需要广阔的市场支撑。根据表1
可以看出,中国农业源污染排放量较大,其中COD、TN和TP排放量占总排放量的50%左右,已满足面源污染

排污权交易的基本条件。同时,点源污染与非点源污染的削减成本都在随着污染削减量的增长而增长,但是相

较于非点源污染,点源污染的治理设施更为完善;不过当污染排放量过大时,点源污染削减空间变小,削减成本

也随之进一步增大。也就是说,当污染排放量达到一定程度时,它对削减成本和环境制度的敏感性相当高。然

而对于非点源污染来说,目前相关治理设施尚不完善,且削减空间较大,因而削减成本也有所减少,对削减成本

和环境制度的敏感性都相对不高。因此,当点源污染的排污在削减成本方面大于非点源污染且对环境制度敏感

性较高时,就会促使排放主体在市场中交换排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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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公报》中农业源水污染物排放量

Tab.1 Emissions
 

of
 

pollutants
 

from
 

agricultural
 

source
 

water
 

in
 

the
 

second
 

national
 

pollution
 

source
 

survey
 

bulletin 万t

项目 COD排放量 TN排放量 TP排放量 项目 COD排放量 TN排放量 TP排放量

污染源总计 2
 

143.98 304.14 31.54 农业污染源 1
 

067.13 141.49 21.20

4)
 

交易比例和交易价格的确定。在排污权交易中,最初设置的交易比例为1∶1,但是交易比例可以根据有

关区域的差异性而产生变化并计算出合适的交易比例,以此来提高交易主体间的积极性。因此,合适的交易比

例对排污权交易具有激励性。环境容量资源是有限的[21],在总量控制下,排放主体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增多,对
许可证的需求也会增加。当许可证的需求量增加且许可证供应数量不变时,许可证的价格就会随着需求量的增

加而增加。由于给定的许可证价格不是固定不变的,因此为了使净效益达到最大化,排放主体就会在市场竞价

中让价格稳定在一个合理的区间,得到一个合适的交易价格,使资源配置达到最优;同时也能满足静态效率,促
使交易主体进行排污权交易,这也是交易的动力之一。环境经济政策的最优结果就是净效益最大化,所以排污

主体为了获得最优结果必然会进行排污权交易。

1.5 交易机制的保障和监督

在产权的确立和最终交易时,都需要有完善的相关法律制度给予保障。以法律手段为主,行政手段为辅,在
环境保护法的基础上健全环境保护的相关制度。防止政府部门出现政策制定和执行低效率、权力寻租、排污主

体搭便车行为。
在进行农业非点源污染排污权交易时,交易信息发布要做到及时、准确和公开透明,保障交易双方获取交易

信息公平公正,为交易双方的交流沟通创造渠道,确保交易双方交易顺利进行且履行交易。实行排污权清算制

度,一年一清算;整个清算过程需进行全面监督,保障清算数据的准确性和科学性;还需进行价格监管,保障市场

价格的稳定,防止出现价格混乱或者形成垄断,切实保障交易双方利益不受损害。
在排污权体系不断完善的过程中,可以建立排污权总量储蓄银行,也就是当排放主体产生排污权剩余时,可

以将剩余的排污权储蓄在银行中,银行支付一定的储蓄利率。还可以将排污权纳入生态认证体系,间接增加产

品的收益,促使排污主体往高质量型经济的转变,改善排污主体的环境绩效。

2 临江河流域农业非点源排污权交易分析

2.1 研究区概况

临江河属于长江上游一级支流,流经重庆市永川、江津2个区下辖的共14个镇(街道),全长100
 

km。临江

河流域内总人口数约为78万,行政村个数为117。临江河承载了域内2.5万
 

hm2 土地的农用水功能。本研究

以该流域为例,将农业非点源排污权交易的主体以行政村为统一单位,交易对象为COD、TN和TP。

2.2 研究数据来源及处理

面源污染排放量数据来源于重庆市生态环境大数据应用中心,流域总人口数、流域GDP、流域面积等数据来

源于永川区和江津区2021年发布的统计年鉴,排污权许可证数据来源于重庆市生态环境局。通过生态环境部

发布的《排放源统计调查产排污核算方法和系数手册》得到农业源排污系数(表2),计算得出流域的污染负荷,以
流域最大污染负荷来衡量流域排污的目标总量,然后分别计算各种初始排污权分配方式下的初始污染分配量与

实际排污量的差值,得出是否具有剩余的可用于交易的污染排放量。

表2 农业源排污系数

Tab.2 Agricultural
 

source
 

pollution
 

emission
 

coefficient

排污系数 COD TN TP 排污系数 COD TN TP

农作物排污系数/(kg·hm-2) 3.60 0.40 家禽养殖排污系数/(kg·羽-1) 0.65 0.03 0.01

园地排污系数/(kg·hm-2) 2.13 0.32 水产养殖排污系数/(kg·t-1) 16.14 2.37 0.20

生猪养殖排污系数/(kg·头-1) 6.52 0.69 0.10

2.3 结果与分析

由图2可知:削减历史模式下初始污染物分配量最小,人口分配模式下初始污染物分配量则稍高一些;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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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荷分配模式和经济分配模式都是在流域排污的目标总量的基础上进行分配,所以在2种模式下初始污染物分

配量相等。但是具体到各行政单元时,由于不同区域之间存在非均质性,最后实际分配的结果也会存在差异:环
境容量大或经济水平高的区域有较大初始污染物分配量,在环境容量小或经济水平低的区域中情况则相反。最

终分配结果(表3)选取的是综合分配模式所得的初始污染物分配量,该模式对4种分配模式所得结果进行再计

算,综合考虑了削减历史水平、环境容量状况、人口数量和经济发展水平,因而比4种只考虑单一因素的分配模

式更有效率且更加公平。

图2 不同分配模式下各污染物的分配

Fig.2 Distribution
 

of
 

pollutants
 

under
 

different
 

distribution
 

modes

表3 行政单元排污权分配结果

Tab.3 Initial
 

allocation
 

results
 

of
 

administrative
 

units t

控制区
实际排污量 算术平均法求得的初始污染物分配量 熵值法求得的初始污染物分配量

TP TN COD TP TN COD TP TN COD

宝峰镇 1.67  8.69  74.63  3.18 16.04  185.49  2.11 11.27  142.21

陈食街道 5.22 26.41 197.41 9.09 45.63 518.26 9.59 48.94 584.66

何埂镇 4.56 23.39 180.17 11.19 53.81 678.89 7.76 37.80 530.36

吉安镇 2.64 13.47 106.88 4.29 22.66 228.37 2.98 15.89 179.97

来苏镇 5.08 26.22 210.68 8.61 44.63 478.17 5.63 29.94 357.92

临江镇 3.38 17.42 139.32 7.39 34.09 452.79 4.54 21.48 321.15

南大街街道 4.68 23.45 177.59 8.57 44.46 477.29 11.22 59.37 670.34

青峰镇 2.09 10.76 86.00 4.02 20.52 231.59 3.04 16.45 199.22

胜利路街道 3.30 16.30 124.69 11.53 57.42 681.71 19.73 102.50 1
 

193.06

卫星湖街道 4.64 23.25 168.88 9.28 45.34 551.54 9.46 46.89 593.15

五间镇 2.68 13.56 94.74 4.72 23.53 271.61 3.20 16.30 209.14

仙龙镇 4.48 23.06 183.11 8.19 42.54 445.61 5.23 27.53 327.00

中山路街道 5.23 25.08 182.71 20.21 100.60 1
 

189.07 46.30 236.47 2
 

712.48

朱杨镇 3.86 19.69 136.03 3.98 21.25 202.86 3.24 16.03 176.08

总计 53.52 270.77 2
 

062.84 114.24 572.53 6
 

593.25 134.03 686.86 8
 

196.72

表3显示:研究区中宝峰镇、朱杨镇等大部分镇的初始污染物分配量用算术平均法求得的结果整体大于用

熵值法求得的结果,而如南大街街道、卫星湖街道等大部分街道的情况则相反。其中原因在于街道相对于镇来

说更加接近城区,且农业占比较小,但是街道人口较多、经济发达,因此用熵值法求得的初始污染物分配量也更

大。算术平均法在计算初始污染物分配量时相对来说更加平衡,两级差异小于熵值法,对样本的离散程度的反

映也不相同。因此,在计算农业非点源污染排污权分配时需要考虑区域的异质性,尤其是地域广阔、区域内差异

明显的区域或流域与流域之间、流域内部之间都存在较大差异的区域;同时还需结合研究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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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数量和农业发展状况,使最终计算结果更加公平合理。
利用初始污染物分配量计算结果减去实际排污量,得到的差额也就是行政单元排污权可交易额。根据表4

可知:基于算术平均法求得的排污权可交易额最大的区域是中山路街道,最小的是朱杨镇;基于熵值法求得的排

污权可交易额结果中仅朱杨镇的TP、TN数值为负,不存在剩余。因此,从整个临江河流域来看,各行政单元存

在排放主体数量差异、经济差异、人口差异,所以它们的排污权可交易额也存在较大差异。对于农业比重较大区

域,基于算术平均法所得结果更具环境效率;对于人口和经济比重较大区域,基于熵值法所得结果更具经济效

率。也就是说,算术平均法和熵值法可以在具体的流域排污权分配中根据区域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优劣来对

环境效率与经济效率进行平衡,并且能够满足市场公平。中国既是农业大国又是经济大国,经济区与农业区在

空间上存在复杂的交互关系,因此需要在效率与公平的原则下结合实际情况由点到面、循序渐进地展开实际的

排污权分配工作。

表4 行政单元排污权可交易额

Tab.4 Tradable
 

emissions
 

of
 

administrative
 

units t

控制区
基于算术平均法求得的排污权可交易额 基于熵值法求得的排污权可交易额

TP TN COD TP TN COD

宝峰镇 1.50  7.35  110.86 0.44  2.58  67.58

陈食街道 3.87 19.22 320.85 4.37 22.52 387.25

何埂镇 6.63 30.43 498.71 3.20 14.42 350.18

吉安镇 1.65 9.19 121.49 0.34 2.42 73.09

来苏镇 3.52 18.41 267.49 0.54 3.71 147.23

临江镇 4.01 16.67 313.47 1.15 4.06 181.83

南大街街道 3.89 21.00 299.70 6.54 35.92 492.75

青峰镇 1.93 9.76 145.59 0.95 5.69 113.22

胜利路街道 8.22 41.12 557.02 16.43 86.20 1
 

068.37

卫星湖街道 4.64 22.09 382.66 4.82 23.64 424.27

五间镇 2.04 9.97 176.87 0.53 2.74 114.40

仙龙镇 3.70 19.48 262.50 0.75 4.47 143.89

中山路街道 14.98 75.52 1
 

006.36 41.07 211.39 2
 

529.77

朱杨镇 0.12 1.56 66.83 -0.62 -3.67 40.05

总计 60.71 301.77 4
 

530.41 80.51 416.09 6
 

133.88

3 结论与讨论

将农业非点源污染纳入排污权交易体系,能够科学地促进工业点源污染与农业非点源污染的减排工作,降
低治污成本,减少农药化肥的使用,实现污染的总量控制,还能在促进新的农业技术的革新、优化产业结构、增加

农民收入上起到作用。本研究基于点源排污权交易机制研究并结合重庆市临江河流域的具体案例探讨了农业

非点源排污权交易的可行性,初步构建了农业非点源排污权交易体系,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现有排污权交易机

制的内容。排污权交易机制的核心是初始排污权分配,这首先需要考虑到公平原则,保障每个主体公平地参与

到分配体系中来;其次需要综合考虑各个区域与主体间的差异,结合区域不同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经济环境,保障

初始权排污权分配合理且具有效率。
为进一步完善排污权交易体系,首先应当加强对农业非点源污染监测与控制系统的开发,做好排污许可证

在非点源污染中的核发与管理工作,拓展覆盖范围,延长使用年限;其次,需完善交易市场、精简交易程序、提高

交易效率,并且不断规范交易制度;最后,应加强探索初始排污权分配模式、排污权信贷与储蓄模式并且做好宣

传工作,使更多的主体参与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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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由于交易对象的分散性和交易主体的单一性,农业非点源污染排污权交易过程中会受到一定的阻碍,
且农业非点源污染排放缺少有效的监测方式,交易过程难以全面监管。此外,各区域对有关政策的执行会存在

一些差异,这也可能影响主体交易效果。因此,在后续的研究中将逐步将上述因素纳入考虑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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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xplore
 

the
 

agricultural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emission
 

trading
 

mechanism,
 

in
 

order
 

to
 

provide
 

effective
 

ideas
 

for
 

the
 

effective
 

management
 

of
 

agricultural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It
 

discusses
 

the
 

necessity
 

and
 

feasibility
 

of
 

incorporating
 

agricultural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into
 

the
 

emission
 

trading
 

system
 

from
 

the
 

aspects
 

of
 

transaction
 

subject,
 

transaction
 

object,
 

initial
 

emission
 

right
 

distribution,
 

transaction
 

motivation,
 

supervision
 

and
 

guarantee
 

of
 

transaction
 

mechanism.
 

In
 

the
 

aspect
 

of
 

initial
 

emission
 

right
 

distribution,
 

the
 

reduction
 

history
 

distribution
 

mode,
 

environmental
 

load
 

distribution
 

mode,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mode,
 

economic
 

distribution
 

mode
 

and
 

comprehensive
 

distribution
 

mode
 

based
 

on
 

the
 

above
 

four
 

modes
 

are
 

proposed.
 

The
 

initial
 

pollutant
 

distribution
 

amount
 

of
 

each
 

town
 

(subdistrict)
 

level
 

administrative
 

unit
 

in
 

the
 

study
 

area
 

is
 

calculated,
 

and
 

their
 

emission
 

rights
 

can
 

be
 

traded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actual
 

emission
 

amount.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are
 

differences
 

in
 

the
 

initial
 

pollutant
 

distribution
 

of
 

each
 

town
 

(subdistrict)
 

administrative
 

unit
 

in
 

the
 

study
 

area,
 

but
 

the
 

tradable
 

amount
 

of
 

emission
 

rights
 

is
 

basically
 

positive,
 

which
 

meets
 

the
 

premise
 

of
 

emission
 

trading.
 

The
 

above
 

case
 

analysis
 

results
 

preliminarily
 

demonstrate
 

the
 

feasibility
 

of
 

incorporating
 

agricultural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into
 

the
 

emission
 

trading
 

system,
 

and
 

enrich
 

the
 

content
 

of
 

the
 

existing
 

emission
 

trading
 

mechanism
 

to
 

a
 

certain
 

ex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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